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5, 13(5), 912-921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5130  

文章引用: 李宇航. 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否定论[J]. 法学, 2025, 13(5): 912-921. DOI: 10.12677/ojls.2025.135130 

 
 

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否定论 

李宇航 

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5年4月2日；录用日期：2025年4月11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16日 

 
 

 
摘  要 

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方式，主要有降低说、补足说和不变说三种主张。支持降低说的学者认为，低龄未成

年人犯罪频发应予刑法规制，并且可以满足刑罚一般预防的需要，但采取降低说存在悖于国际要求、犯

罪鄙视链与刑罚副作用的影响、将未成年人犯罪原因转嫁于刑法规制不足和未成年人自身等弊端。主张

补足说的学者认为应当引入英美法系中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以形成未成年人犯罪分级处理的格局，但

该观点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且易威胁我国司法的公正性，不宜适用于我国刑事立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

发，充分考虑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量，确定现行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不但符合

我国国情，与国际规定相符、契合刑法的价值追求，并且可以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能够兼顾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与社会稳定的维护，因此现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应当采用不变说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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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out the way how the minimum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s set, there are three main prop-
ositions: the lowering proposition, the complementary proposition and the no-change proposi-
tion. Scholars in favor of lowering the minimum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believe that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crimes committed by underage minors should be regulated by cri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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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and that it can satisfy the need for general prevention of punishment, but the lowering of the 
minimum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has the disadvantages of being contrary to the interna-
tional requirements, the influence of the criminal stigmatization chain and the side-effects of 
punishment, and shifting the causes of crimes committed by minors to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criminal law system and the minors themselves. The scholars who advocate the complementary 
proposition believe that the rule of malicious complementary age in the common law system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form a hierarchical patter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but this proposition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the law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and is easy to threaten the fairness of 
our country’s justice, and it is not suitable to be applied to our country’s criminal legislation.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fully consider the criminal policy towards minors and other 
factors,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urrent age of criminal respon-
sibility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in line 
with the pursuit of criminal law values, and can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practice, can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stabil-
ity, so the current minimum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provisions should adopt the no-change 
pro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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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同市大成双语学校的一位家长在网络上发文，称自己四年级的儿子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一直遭到

同班同宿舍的同学赵某某、晋某某的极端霸凌。之后，儿子在家表现出想要轻生的想法，在奶奶的追问

下，孩子才说出自己的遭遇[1]。因为赵某某和晋某某都是未成年学生，所以警方对赵某某和晋某某进行

了警告，并进行了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正。 
2024 年 3 月 10 日，河北邯郸一初中生遭 3 名同学杀害掩埋，4 月 8 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发布通

告：近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准追诉[2]。最终，

经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张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李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未达刑事责任年

龄未成年人实施的恶性行为严重化的趋势与我国立法、司法的初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令立法者、司

法者、法学研究者等感到困惑，让社会深感不安，因为它反映的不只是现在，更是关乎国家与社会的“未

来者”的问题[3]。因此，是否应当再次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调整的争论又不断地出现在了学术界和

社会之中。 
在 2021 年 3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之前，学界就曾有过是否应当调整刑事责任年龄

的争议，尽管《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下调至 12 周岁，但对于未达 12 周岁的行

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仍无法定性为犯罪行为。对此，学界存在三种观点，包括降低说、补足说和不变说。

每种学说都既存在支持的观点，也不乏反对的声音，而无论采用哪种观点，都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从中选择出最符合我国国情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设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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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调整之争 

2.1. 降低说 

2.1.1. 支持者论据 
(1)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频发应予刑法规制 
支持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成年人心智成熟提前，部分未成年人的犯罪手段、心理素质、

反侦察能力等甚至超过了成年人，因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无疑是在纵容“小恶魔”

向“大恶魔”的转变，当他们知道自己因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势必会变得更加

肆无忌惮，给社会造成更大危害，也会对未来的社会秩序产生巨大的威胁。依法追究罪错未成年人的法

律责任，追究犯有严重罪行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是利益衡量的结果，是对“惩罚为辅”原则的落实，

符合“双向保护”“平等保护”原则，与泛刑主义、重刑主义无关[4]。因此应当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将犯罪扼杀在摇篮里，将那些具有犯罪“潜力”的低龄未成年人扼杀在摇篮里。 
(2) 实现刑罚一般预防的需要 
所谓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用刑罚威慑、预防尚未犯罪的人实施犯罪[5]。这也是

法的规范作用中的教育作用的具体体现。低龄未成年人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相比，心理与生理都不够

成熟，所以在适用刑罚时必然会对未成年人有一些特殊规定以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比如未成年人犯罪

绝对不适用死刑；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应当宣告缓刑

等等。而一旦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某个危害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并适用相应的刑罚，那么根据前述

分析，已满 18 周岁的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了相同或类似的行为，造成了相同或类似的结果，他所要

承担的刑事责任和刑罚必然更重，以此来威慑他们，预防他们实施犯罪。 

2.1.2. 反对者论据 
(1) 犯罪鄙视链的影响 
从现实来看，一个人一旦犯了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想要隐藏住这个事实是非常困难的，必然会

在他的圈子内，从认识他的人开始向外不断传播。一个未成年人，无法维系自己的正常生活，即使他的

认罪态度再诚恳、悔改表现再好，这也只是表现在该未成年人的心里，而社会中的其他人，已经对该未

成年人形成了固有印象，认为他就是一个曾经犯过罪的人，会下意识地躲避他、避免与他交往，使他真

正地“社会性死亡”，种种影响均会令该未成年人陷入绝望，使他们失去继续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的

希望，在如此强烈的刺激下，他们可能会为了报复社会而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对其他人、社会甚

至国家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害。因此，在犯罪鄙视链的影响下，不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2) 刑罚的目的难以实现 
刑罚在广义上是出于防止犯罪的目的而科处的一种预防教育手段，也就是说，适用刑罚的目的是预

防犯罪，而刑罚的预防目的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前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用刑罚威慑、

预防尚未犯罪的人实施犯罪[5]；后者是指通过适用刑罚，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5] (p. 163)。在我国，任何

具有刑事意义的环节都应当符合这两方面的要求，使二者相辅相成。 
反对刑事责任年龄降低的学者认为，刑罚的一般预防的需要，并不是说只有通过对低龄未成年人适

用刑罚才能达到，对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依法定罪处罚，让尚未犯罪的人知道如果自己实施了类

似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同样可以实现，如果仅仅是为了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而降低刑事责任年

龄，使刑事责任的追究涵盖更多未成年人，不免会给立法扣上小题大做的帽子。 
(3) 刑罚的副作用 
以刑罚在适用中的地位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主刑和附加刑[6]，在主刑和附加刑中，除了被判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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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均会在监狱或者特定的执行场所

执行，一旦将未成年人置于这些场所之中，在这些执行场所中的其他犯罪人对低龄未成年人的影响不得

而知，甚至低龄未成年人会被正在执行刑罚的其他犯罪人蛊惑、威胁等，约定出狱后共同实施危害社会

的行为，也就是说，这些刑罚执行场所成为了培养犯罪集团的温房，而支持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学者多

希望通过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通过劳动改造的方式，希望他们可以自觉

想要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但刑罚的副作用可能会使这些支持者们的想法化为泡影。以惩罚代替教育，并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将未成年人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在行刑场所内“交叉感染”，甚至监禁刑本

身，都将导致成年人领域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在未成年人领域的失效[7]。 
(4) 对刑法其他条款的影响 
在全部刑法条文中，不仅仅只有刑事责任年龄部分涉及到年龄的问题，在分则的许多条文，比如强

奸罪等，均有关于年龄的规定，而总则部分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一旦变化，基于总则与分则的一般与

特殊的关系与维持刑法稳定性的需要，那么这些分则条文是否也应当作出相应改变才能满足当时的立法

目的与立法指导思想，无疑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例如，性同意年龄与刑事责任年龄的设置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均会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智成熟时

机，基于未成年人心智成熟提前这一原因而主张下调刑事责任年龄，那么性同意年龄也应当作出相应调

整，否则就会出现前后法理解释矛盾的局面，而下调性同意年龄会导致可以被该特殊规定保护的对象范

围缩小，与该条文的立法宗旨相悖，所以，一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就必须要修改其他所有涉及幼

女、儿童的条款，会大大削弱对未成年人的保护[8]。 
制度设计一定要考虑到其体系性，为了短时间的个案中出现的问题而修改刑法的规定是不明智的，

从解决长久问题的角度来说是本末倒置的[9]。因此为了维持刑法体系的稳定，并更好地实现刑法的立法

目的与立法宗旨，不应当下调刑事责任年龄。 
(5) 一刀切式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有转嫁责任之嫌 
普遍认为，未成年人的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而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是社会教育的缺失所致。

只要发生未成年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而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就要求下调刑事责任

年龄，这种方式既草率，又把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归结到刑法规制不足与未成年人自身上，完全忽视了影

响未成年人实施此类行为社会原因。 
研究认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前兆表现为：吸烟喝酒、不良交往、离家出走、逃学旷课、沉迷网络、

赌博、打架斗殴、校园霸凌等[10]。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多与其所处环境有关，改变其生活环境对解决犯

罪问题有较良好的效果[11]。国家和社会理应承担起相应责任，通过国家社会自身的有效管理来预防和防

止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行为。而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来简单粗暴遏制这种现象

无疑是将责任转化给未成年人[12]。这种转嫁责任的方式不但破坏刑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更是找不到问

题的关键所在，它不仅仅无法从根源上解决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频发的问题，甚至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各方面的种种原因，不能单纯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以解决现在存在以及将来可

能发生的各种问题。 

2.2. 补足说 

主张补足说观点的学者提议引入英美法系中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恶意补足年龄”相关规定指的

是，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并不仅仅取决于未成年人的年龄，而是更多地受到未成年人的理解力和判断力

的影响，即使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具有恶意，则认为其应当对其实施的

行为及造成的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考虑未成年人是否具有“恶意”时，可以考虑事前有无预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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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手段是否残忍以及事后是否有毁灭罪证等行为。简而言之，“年龄不足，恶意来补”，年龄不再是绝

对的免责理由[13]。 

2.2.1. 支持者论据 
(1) 满足我国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实际情况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不相同，因此对于未成年人是否应当承

担刑事责任应当予以区别对待。从地域来看，各地区发展的失衡导致不同地域人们之间心智发展水平的

差异，因此辨认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也会有所不同[14]。在不同区域，如果未成年人犯有对社会有危害

的行为，应当通过他们在实施该危害行为时的恶意判断是否能够补足他们的刑事责任年龄，进而判断他

们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而此时“恶意”的认定，应当考虑该未成年人长期以来居住生活的地区对他

们产生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处理结果的合理性。 
(2) 有助于形成未成年人犯罪分级处理的格局 
就犯罪原因而言，未成年人易冲动、自制力较差、考虑问题不周全——很多成年人也存在同样的问

题，这不是减轻罪责的理由[15]。未成年人对于他们实施的危害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在其他条件

都符合的情况下，如果仅仅根据年龄进行判断是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的，真正合适的做法是把未成年人犯

罪分成不同的程度分别处理，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分层后处理，从而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而如果

要进行前述的分类，刚性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可以通过恶意补足年龄的方式，

将未成年人犯罪分成不同的层次进行处理，也更能够符合社会的需求。 
(3) 平衡低龄未成年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 
通过对“恶意”的判断，认定应当追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可以符合被害人家属甚至社会整体利

益诉求，而对于该未成年人，国家并没有侵害他的利益，因为此行为是由他本人在自己的意志支配之下

实施的，并且是经过司法机关的严格的“恶意”认定程序后，才决定追究其刑事责任。综上来看，恶意补

足年龄规则在兼顾各方利益时似乎更为出色。 
(4) 刚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之规定不能反映个体差异 
支持补足说的学者认为，如果采用刚性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意味着行为人在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

龄那一天突然应当对某些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显而易见，这种“顿悟”式的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方法违背

个体心智发展的客观规律[14]。而“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刚性效率之下兼顾弹性公平”，恰能较好地

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16]。 

2.2.2. 反对者论据 
(1) 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要求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法定化、明确化、反对事后

法、反对类推、禁止绝对不确定的刑罚、合理化等。一旦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那么意味着我国对于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不明确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在整个刑事立法、刑事

司法过程中都具有指导意义，既然在立法上都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又怎么能够保证在司法上做到对该

原则的贯彻？ 
(2) 司法机关裁量权过大威胁司法公正 
如果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那么根据该规则的适用程序，需要有一个恶意认定的过程，而根据我

国权力机关的设置，该恶意认定的权力只能是在司法机关手中，对于绝对不属于恶意的情形与绝对属于

恶意的情形，司法机关基本不会出现认定错误的情况，而关键就在徘徊于恶意与非恶意分界线的未成年

人，如何认定可谓是各不相同，并且一旦在该过程中出现了行贿受贿等贪腐情况的影响，将严重损害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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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公正，从表面上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恶意则判决有罪，无恶意则宣告无罪，看起来符合

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个别化原则，体现了实质正义。但是，一个人是否具有“恶意”，是一个见仁见

智的问题，也是很主观的、不易把握的标准——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正是司法的严肃性所排斥的[15]。在

法治社会，法治信仰尚在建设中的当前，司法权威较之应然状态存在较大差距，贸然引进恶意补足年龄

规则欠缺可操作性，表面上弊端只是司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可能徇私舞弊，实际上给司法系统、司

法人员带来的难题和危害远多于现在[15]。 
同时，恶意补足年龄规则要进行中国化实践，必须对其进行改造，以适应我国现行法律中证据证明

制度[17]。但是我国相应证据证明制度中，尚无完善的制度以支撑该规则的适用。所以，恶意补足年龄规

则在我国还没有可实施的基础条件，不能贸然引入。 

2.3. 不变说 

2.3.1. 基本观点概述 
该学说从法律规范层面看是符合我国刑法立法精神的，因为该学说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了行为人

对自己所实施的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所需具备的年龄条件。尽管仍有反对现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

的声音，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当前的立法规定不需要再做

出调整，具体理由将在本文第三部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否定之证成”中进行详细论证。 

2.3.2. 反对者论据 
(1) 刑罚安抚功能难以实现 
在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的相关案例中，尽管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是无一例外都有这样相同或类

似的内容：被害人家属要求严肃处理、杀人偿命等等。其实他们所持有的就是刑罚报应观念。如果刑罚

不能反映或平息民愤，那么守法者就会失望，从而对守法价值发生怀疑使守法价值发生不应有的贬值，

动摇正常的社会心理基础[18]。适用刑罚处罚不满 14 周岁的人实施的恶性暴力犯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抚慰被害人及其亲属因犯罪而遭受的精神创伤，压制其愤恨情绪，使受到犯罪破坏的社会心态回复平衡，

否则就会让被害人及社会公众产生“被害人白白受到伤害”的观念[19]。 
因此为了保护受害人家属，真正实现刑罚的安抚功能，即人民法院通过对犯罪人判处刑罚使受害人及

其亲属产生平缓情绪、消除痛苦的心理效应[5] (p. 166)，刑事责任年龄应当根据目前的情况作出适当调整。 
(2) 误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2011 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其中在法律保护方面，特别规定“对

涉嫌违法犯罪的儿童，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法从轻、减轻

或者免除对违法犯罪儿童的处罚。”[20]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把刑罚看作一种纯粹的惩罚而拒绝调整刑事责任年龄，只有施以正确的处罚方

法，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目的，这对未成年人是有意义的，对整个社会更是有意义的。 

3. 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否定之证成 

3.1. 符合国际公约规定 

3.1.1.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 14 条第(四)项：“对少年的案件，在程序上应考虑到他们的

年龄和帮助他们重新做人的需要。” 
从我国刑法现有规定不难得出，我国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 12 周岁，但是，对于 12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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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行为危害程度的设置、最高司法机关介入等规定，严格限制追究他们刑事责

任的条件。因此，我国刑法也旨在通过设置种种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条件，尽可能地保护未成年人

的权益，帮助他们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3.1.2.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 4.1 条规定：“在承认少年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这一概念的法

律制度中，该年龄的起点不应规定得太低，应考虚到情绪和心智成熟的实际情况。” 
我国在出台《刑法修正案(十一)》前，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一直采用 1997 年刑法颁布生效时的规定，

即 14 周岁，之所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除了百姓的强烈要求外，更重要的是二十年间的社会快速发展，

未成年人心智成熟提前现象确实越发普遍，并综合我国刑事政策等各方面原因，于是才在经历了十一次

修正案后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 

3.1.3.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1989 年 11 月 20 日，联合国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对儿童权利予以保护，是

保护儿童权利的最高宪章。其规定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也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保护儿童权利的

“屏障”提供了根据[21]。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四十条第 3 项(A)款：“缔约国应致力于促进规定

或建立专门适用于被指称、指控或确认为触犯刑法的儿童的法律、程序、当局和机构，尤应：规定最低

年龄，在此年龄以下的儿童应视为无触犯刑法之行为能力。”因此，遵循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制定刚性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相符，不应当引入英美法系中关于恶意补足年龄

规则的相关规定。 
《〈儿童权利公约〉第 10 号一般性意见——少年司法中的儿童权利》规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能

低于 12 岁。我国现行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仅保持了 12 周岁，而且对 12 周岁以上、16 周岁以下的未

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追究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与国际规定和国际精神相符，因此我国目前的最低刑事责

任年龄不能在没有客观、充分、必要的理由下降低。 

3.2. 契合刑法的价值追求 

3.2.1. 符合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刑法发动的补充性与保障性是刑法的特色，《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下调，是立法者在

综合评价相关案例，与相关学者进行深入探讨，充分考虑的结果。其实，在此之前，我国就不乏关于最

低刑事责任年龄设置方式的争议，但是我国刑法为何一直没有作出调整，我认为立法者们也一定会考虑

到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与社会整体利益保障的冲突。如果对于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一味地通过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去规制，那么连作为最终保障手段之刑法都不再考虑未成年人的利益，我

们又怎么能够幻想其他法律法规能够做到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呢？立法者想必也是认为在目前的环

境下，未成年人心智成熟的确提前，尽管犯罪率呈现下降趋势，但是犯罪手段的残酷程度却逆向增长，

所以才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 12 周岁。如果为了个别案件的影响力再去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将会严

重影响刑法的权威性。 

3.2.2. 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 
刑罚除了一般预防的目的外，还有特殊预防的目的，根据刚性刑事责任年龄之规定依法追究未成年

人的刑事责任，既能威慑同龄人，也能警示那些具备了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预防他们实施犯罪，进

而实现刑罚一般预防的目的。 
同时，追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并将 12 周岁作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因为立法者认为他们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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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相应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进而推断出他们也已经有了认识自己的危害行为、危害结果以及应当

承担刑事责任的意义的能力，能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已经达到了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使他

们知道自己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会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防止他们实施其他犯罪行为，进而实现刑罚特

殊预防的目的。 
刑事立法能够兼顾刑罚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需要，不仅有助于促进刑法任务的实现，也有助于

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3.3. 满足社会实践需要 

3.3.1.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率仍呈下降趋势 
不得不承认的是，近些年报道的低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中使用的手段确实较为残忍，社会

影响力较大，但是，低龄未成年人所为恶性案件是否属于“极端个案”，关键在于选定的比较参照系(比
如相同罪名中的行为人年龄分布) [22]。因此，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影响力大

的案件上，而是应该搜集所有相关案例，从整体的角度研究得出最恰当的解决方案，只不过在这其中，

要适当重点关注影响力大的案件，根据它们考虑得出这种情形下的解决方法，以及在未来可行的预防措

施，真正做到立法的科学性与前瞻性。 
最高人民法院 2018 年司法大数据统计，从 2009 年到 2017 年，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渐减少，经

过了九年的努力，我国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这项工作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其中，近五年犯罪人数下降幅度

较大，平均降幅超过 12%，2016 年降幅达到 18.47%。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未成年人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23]，而支持降低说与补足说的学者往往都会持有一个观点，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未成年人犯罪频发并且

犯罪率逐年上升，不得不否认，近年来发生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确实每个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我

们要明白，争议的焦点是法律规定未成年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与受害人家属

和社会大众普遍要求对这些未成年人给予严厉的惩罚之间的矛盾，有这些矛盾不等于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

多。除此以外，支持这两个观点的学者，无论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还是恶意补足刑事责任年龄，都希望

达到的结果是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但实际上按照我国目前的立法规定以及社会各界的努力，已经能

够满足这项要求。而持不变论的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生理发育虽然有所提前，但是心智发育并未有所提前，

所以其辨认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并没有提高[14]。因此，现行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不应当再做出改变。 
对法定年龄的确定不可随心所欲，而应以本国公民在通常情况下达到多大年龄时具有责任能力为标

准[24]。因此我国目前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3.3.2. 有助于未成年人改过自新 
毋庸置疑，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栋梁，他们仍然处在接触世事不多、内心仍然比较单纯阶段，不可避

免地会走一些弯路，只不过有时候这些弯路会更加曲折，比如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我们为

了让刑法对更多未成年人能够起到规制作用，或者通过恶意补足年龄规则而期望达到对未成年人犯罪治

理全覆盖，很难让未成年人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对未成年人采取一次犯错就入罪的立法方式，不但

可能不会对未成年人犯罪起到教育作用，鼓励他们改过自新，甚至可能让他们对社会充满仇恨，认为自

己已经进过监狱、承担过刑事责任，从而以无所谓的态度对待自己将来的人生，以“反正我进去过”作

为为自己提高胆量的筹码，进而实施报复社会的行为，无疑加大了社会的潜在危害性。 

4. 不变说所附问题之处置 

4.1. 不变说弊端之解决 

通过对上述三种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方式的观点进行分析，同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5130


李宇航 
 

 

DOI: 10.12677/ojls.2025.135130 920 法学 
 

我国目前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是最符合我国国情与实际的，对于刑事责任年龄不变说的反对声音，笔者

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决：首先，尽管对于一些没有达到 12 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危害行为不追究刑

事责任，但是可以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教育，比如学校中开设相应课程或定期组织大型的主题讲座，

对未成年人起到警示作用；其次，对于受害者的家庭的安抚，不是只有通过刑罚才能够实现，赔偿、赔

礼道歉等诸多承担责任的方式，都是在尽可能地对被害者家庭进行补偿，并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即使

追究了低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对其所判处的刑罚也与被害者家庭的诉求相差很大，因为对未成年人

适用刑罚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犯罪的时候不满 18 周岁的人绝对不适用死刑等。除此以外，笔

者认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尽可能地避免使用刑罚等对未成年人如此残酷的手段，对于低龄未成年人，

有时候父母的一个眼神都会让他们感到害怕，更无论残酷的刑罚。对于低龄未成年人的教育，我们务必

要进行耐心疏导，能够讲清道理让他们自己意识到错误的，不需要再采用更为严厉的手段去纠正，刑罚

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为教育的手段。因此就现阶段来看，不应当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更不应

该在没有充分实施补足说的基础上引入英美法系中关于“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相关规定。一百所监狱

不如一所好的学校，不能因为个别案件的影响力贸然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因为立法具有稳定性，情绪性

立法是不理性的。 

4.2. 低龄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之处理 

当然，如果既希望保持刑法现有规定，同时又希望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施以相应的惩

罚与教育，而不是仅仅将相关规定停留在纸面上，因负有相关职责的人员懒政怠政而无法落到实处，笔

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思路可供借鉴。首先，日本与德国均有相应的“少年刑法”，用来对待未成年人犯罪

问题，因此，我们也可以考虑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中国式的“少年刑法”。其次，从实际来看，我国

对于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罚方式多表现为纸上谈兵，因此我们需要充分落实收容教养等相关条款，或是

通过立法手段，填补法律漏洞，比如收容教养的具体启动程序、执行程序、监督程序以及执行后需要采

取的预防措施等，解决法律衔接的问题，以避免负有相关职责的人员借用“无法执行”“难执行”“程序

复杂”等理由搪塞了事。最后，为了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更好的引导，可以建立附条件消除未成年人犯罪

记录制度，让未成年人知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让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主要目的不在于惩罚，而在于

教育。 

5. 结语 

刑法不能不用，但是，刑法更不能乱用、滥用，惩罚犯罪不是刑法的主要目的，特别是在涉及未成

年人犯罪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明显。犯罪被视为社会进步中的问题。很明显，虽然调整现有的法律和

扩大犯罪范围对于打击犯罪是有效的，但如果我们能更长远地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它可能带来更严

重的副作用。为了有效地打击违法和犯罪行为，并确保这些行为受到恰当的法律制裁，以满足公众的期

望；同时，为了确保未成年人能够健康地成长并重新融入社会，我们需要制定更加合适的解决策略。尽

管普通民众对于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呼吁强烈，但是我们应当知道的是，立法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对于法

律的制定不能完全取决于民众的意见。因此，综合来看，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设置，不可过度滞后，更

不能冒进，而应当在适当听取民众意见的同时，结合我国相关刑事政策，综合各方面因素，合理确定。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设置，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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